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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上游流域径流变化特征与归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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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展变化环境下新安江上游流域径流变化及其归因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湿润区水循环

过程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机制。利用实测径流、气象资料和遥感植被指数（NDVI）数

据，基于布迪克假设框架的弹性系数法，分析了新安江上游降水、潜在蒸散发（ET0）和植被变化

对径流的影响。结果表明：（1）实测径流序列转折点发生在1999年左右。2000-2015年径流深

较 1983-1999年下降了 281 mm，相对变化率为 20.8%，且 21世纪初期径流下降尤为显著。（2）
2000-2015年下垫面参数n较1983-1999年增加了52.5%，植被变化对径流影响显著增强。径流

对气候变化更加敏感，且对降水敏感性超过潜在蒸散发。（3）气候变化是径流变化的主导因素，

其次为植被变化。气候变化和植被变化分别导致径流深下降了145.37 mm和140.96 mm，贡献

率分别为50.77%和49.23%。NDVI在2000年后增加显著（P<0.001），植被变化的水文效应超过

了降水和潜在蒸散发，未来长期的植被生态水文效应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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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强烈影响的变化环境，可直接作用于陆表过程[1-2]，改变流域

产汇流机制，并深刻地影响水循环过程[3-4]。径流变化作为水循环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5]，

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尤其敏感[6-7]。其中，气候变化通过降水、温度、风速、辐射等气

象要素来改变水文过程，进而影响河川径流量[8]。人类干扰主要通过水库兴建[9]、农业灌

溉[6]、城市扩张[10]和生态恢复（下垫面变化） [11]等方式影响水文过程。分析径流变化规

律，并定量区分人类活动干扰和气候变异对径流的影响，对深刻理解水循环过程和产流

机制，以及改善流域水资源管理措施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定量区分气候和人类活动对径流影响的方法较多 [12]，如水文模型法 [13]，弹性系数

法 [14]，流域对比分析法[15]等。其中，基于布迪克假设框架的弹性系数法可有效地区分人

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径流的敏感性和贡献量，并已广泛应用于径流序列变异以及归因分

析的研究中[14-17]。Zheng等[18]通过弹性系数法在高寒区（黄河源）分析了径流变异性，发

现土地利用和气候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70%和 30%；Li等[19]利用基于Choudhury-

Yang公式和弹性系数法，分析了半干旱区（黄河中游）的12个流域的径流变化，发现植

被变化成为径流下降的主导因素。Liu等[20]利用6种布迪克假设的公式和弹性系数，分析

了半湿润区（汉江上游）入库流量变化，发现气候变化为导致入库流量下降的主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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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贡献率为84.1%~90.1%。然而，在变化环境下，典型湿润区径流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新安江上游流域多年降水量达到1800 mm左右[21]，属于典型湿润区。自上世纪70年代

开始，该区域山区林地实施分包到农户，造成林地大面积被砍伐，森林覆盖率下降[22]。

2000年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23]，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

转移到了城市，农田弃耕后转为草地或灌丛。此外，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如农村能源

从薪柴转变为煤炭、电力等，曾经的薪柴砍伐和坡地耕种等人类活动显著减少，人类活

动对植被的干扰减弱，植被得到了显著恢复[24]，使得林地面积得以逐渐增加。针对植被

的生态水文效应，学者在高寒区、半干旱区和半湿润区进行了诸多报道[18-20]。然而，在典

型湿润区，径流对植被变化的响应研究报道较少。近些年，该流域径流对植被变化的敏

感性是否发生变化？植被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有多少？这些问题亟待回答。此外，据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IPCC5）指出，1983-2012年可能是过去1400年

中全球最暖的30年[25]。中国气候也发生显著变化，近20年是20世纪以来最暖的时期[26]，

其中2007年、2015年和2017年是1951年以来温度最高的三年[27]。2000-2010年中国降水

量总体偏少，2012年后则持续增加[26]。那么，在这种气候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新安江上

游的径流如何响应？造成径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贡献率多少？这些问题的揭

示将有助于理解植被和气候变化水文效应的地理分异性。此外，新安江上游作为千岛湖

生态保护区的主要水源区[21]，研究其径流变化与归因分析对下游的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和

利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选择新安江上游为研究区，（1）分析 1983-2015年径流序列的变化规

律，检测突变点发生的时间；（2）阐明径流对植被和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响应差异；（3）揭

示控制径流变化的主要因素，以及量化各要素对径流变化的贡献。该研究可作为人类活动

和气候变化径流响应的地理分异性的案例，并为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和管理工作

提供科学指导和支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新安江上游流域集水区面积约

2670 km2，包括率水和横江两大支流

（图 1）。其中，率水为新安江的主

源，发源于休宁县股尖，流域面积约

为1522 km2，占研究区的57%。横江

发源于黟县的白顶山，流域面积约为

997 km2，占研究区的 37%[28-29]。该流

域地势由西南和西北向东倾斜，海拔

范围在 115~1619 m 之间。研究区属

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年

气温约 16.2 ℃，多年平均降水量约

1830 mm，且主要集中在6、7月份。 图1 研究区示意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upper Xin'an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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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来源

径流数据选自国家水文年鉴整编逐月径流量资料，根据流域集水面积计算出年径流

深。全国常规逐日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http://data.cma.cn/），

包括降水、温度、风速和水汽压等要素。归一化植被指数数据（NDVI）来自马里兰大学

数据共享中心（http://www.landcover.org/data/），所有数据的时间跨度选取 1983-2015年。

30 m分辨率的DEM数据来自地理数据云共享网（http://www.gscloud.cn/），用于提供研究

区地形空间分布信息（图1）。

1.3 研究方法

1.3.1 潜在蒸散发

潜在蒸散发（ET0）采用FAO参考作物蒸散发[30]计算方法获取：

ET0 =
0.408Δ(Rn -G) + γ 900

Ta + 273
u2VPD

Δ + γ(1 + 0.34u2)
（1）

式中：ET0为日潜在蒸散发（mm · d-1）； Δ 为温度—饱和水汽压曲线斜率（kPa · ℃-1）；

Rn为地表净辐射（MJ · m-2 · d-1）；G 为土壤热通量（MJ · m-2 · d-1）； γ 为干湿球常数

（kPa · ℃-1）；Ta为 2 m高度平均日气温（℃）；u2为 2 m高度风速（m · s-1）；VPD为水汽

压差（kPa）。气象站点年潜在蒸散发通过日值累计获取。

1.3.2 统计方法

新安江上游径流序列的突变点通过非参数Mann-Kendall检测[31]，由于该方法对非正

态分布的数据检测性能良好，已广泛应用到水文气象序列的变化检测中[32-33]。变化趋势检

验通过Mann-Kendal的Z统计量表征，Z为±1.64、±2.58和±3.29对应显著性水平P=0.1、

0.01和 0.001[19,34]。借助ArcGIS 12.2的空间插值工具，对全国 756个气象站降水、潜在蒸

散发进行空间插值，并统计出流域均值。

1.3.3 弹性系数与贡献率计算

弹性系数指因变量变化率与自变量变化率的比值，作为因变量对自变量的敏感性程

度[19-20]。径流量对其他因素的弹性可以表达为：

Ex = lim
Δx/x

é
ë
ê

ù
û
ú

ΔQ/Q
Δx/x

=
∂Q
∂x

× x
Q

（2）

式中：Ex为弹性系数；Q为径流量（mm）；x为特定的因素，如降水、潜在蒸散发和植被

等。当Ex>0时，表明径流Q随自变量 x增加而增加，反之亦然。Ex的绝对值越大，说明

敏感性越强。

对于一个闭合流域而言，实际蒸散发发ETa可以通过水量平衡方程进行估算：

ETa = P -Q -ΔS （3）

式中：ETa为实际蒸散发（mm）；P为降水量（mm）； ΔS 为土壤水储量变化（mm）。较长

时间尺度（10年以上）而言，其土壤水储量变化认为不变（即 ΔS ≈ 0），式（3）可简化为：

ETa = P -Q （4）

此外，根据布迪克理论假设，在一定的气候和植被条件下，流域长期的水文气候特

征是符合水分和能量平衡原理，长时间尺度实际蒸散发可通过布迪克模型估算，其中较

为广泛使用的模型为Choudhury-Yang[19,35]：

ETa =
P∙ET0

( )Pn + ET0
n 1 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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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为反映流域下垫面特征的参数，包括地貌、土壤和植被。2018年7月笔者对流域

综合考察，了解到该流域的地貌、土壤等要素在研究时段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且无跨流

域调水和大规模取用水活动。位于横江支流上游的东方红水库于1970年建成蓄水，主要

用于防洪和发电，且库容不大，对年际径流变化影响很小。故而，流域下垫面参数n的

变化可认为由植被变化所引起，参数n可由式（4）、式（5）联合求得。n值越大，表明

植被对径流的影响程度越大。

由式（4）、式（5）联立可推出：

Q = P - P∙ET0

( )Pn + ET0
n 1 n

（6）

式中：变量P、ET0和n假定是相互独立，结合式（2），年径流变化 ΔQ 可看做三个变量

贡献之和，全微分形式表达：

ΔQ =
∂f
∂P

dP +
∂f
∂ET0

dET0 +
∂f
∂n

dn

= é
ë
ê

ù
û
ú

∂Q
∂P

P
Q

ΔP
P

Q +
é
ë
ê

ù
û
ú

∂Q
∂ET0

ET0

Q
ΔET0

ET0

Q + é
ë
ê

ù
û
ú

∂Q
∂n

n
Q

Δn
n

Q + δ

= ε
P

ΔP
P

Q + εET0

ΔET0

ET0

Q + ε
n

Δn
n

Q + δ

= Cr_P + Cr_ET0 + Cr_n + δ

（7）

式中： δ为误差项；Cr_P、Cr_ET0和Cr_n分别代表P、ET0和n变化对Q变化的贡献量；

εP 、 εET0
、 εn 分别为Q对P，ET0和n的弹性系数，可由三个变量的偏微分（表1）以及式

（2）进行计算。

2 结果分析

2.1 水文气象要素特征

1983-2015年新安江上游的径

流深变化如图 2a 所示。最大径流

出现在 1998 年，达到 1844 mm；

最小径流出现在 2005 年，仅有

548 mm。Mann-Kendall 突变点检

测发现，径流的突变点发生在

1999 年左右 （图 2b）。1983-1999

年平均径流深约为1351 mm，2000-2015年径流深为1070 mm，平均年径流下降了281 mm

（表2），相对变化率达到了-20.8%。特别是在21世纪初期（2000-2007年），平均径流深

下降到了 879 mm，较 2000年前下降了 35%。图 2c、图 2d展示了 1983-2015年降水和潜

在蒸散发变化过程。其中，降水量由突变点前的1936 mm，下降到突变点后的1801 mm，

下降了135 mm，相对变化率为-6.9%。潜在蒸散发由846 mm增加到890 mm，相对变化

了5.2%。

2.2 径流对气候和下垫面的弹性

不同时期径流深对降水、潜在蒸散发和下垫面特征的弹性系数如表2所示。对整个

表1 径流对三个变量的偏微分形式

Table 1 Detailed formulation of the partial differential items for

the three factors

偏微分项

∂Q
∂P

∂Q
∂ET0

∂Q
∂n

公式

ET0∙P∙P
n - 1

(ET0
n + Pn)

1
n

+ 1
- ET0

(ET0
n + Pn)

1
n

+ 1

ET0∙ET0
n - 1∙P

(ET0
n + Pn)

1
n

+ 1
- P

(ET0
n + Pn)

1
n

-ET0∙P∙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log(ET0
n + Pn)

n2∙(ET0
n + Pn)

1
n

- ET0
n∙ log(ET0) + Pn∙ log(P)

n∙(ET0
n + Pn)

1
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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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时段（1983-2015年）而言，径流对降水的弹性系数为1.39，表示降水量每增加10%

时，径流深将增加13.9%，反之亦然。径流对潜在蒸散发的弹性系数为-0.39，表明潜在

蒸散发每增加10%时，径流深将减少3.9%。径流深对表征植被变化的下垫面参数n的弹

性为-0.27，表明植被覆盖度每增加10%时，径流深将下降2.7%。

从转折点前后的两个时段对比而言，流域下垫面参数n由1983-1999年的0.99，增加

到2000-2015年的1.51，相对增加了52.5%。Li等[19]发现黄河中游12个流域参数n变化率

与叶面积指数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参数n可有效地反映流域植被对径流的影响。Zhang等[36]

通过植被光合有效辐射建立了下垫面参数n估算模型，植被变化可以直接估算参数n。由

此n值变化可知，新安江上游在2000-2015年植被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且对径流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径流对降水的弹性系数由 1.30 增加到 1.51，说明同样降水增加 10%，

2000年前会使径流增加13%，则会使2000年后的径流增加15.1%，表明降水变化对径流

图2 1983-2015年新安江上游水文气象变化特征

Fig. 2 Characteristics of streamflow, precipitation and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in Xin'an River Basin during 1983-2015

表2 径流突变点前后时间段水文要素及其弹性系数

Table 2 Hydrological factors and their elasticity for the two periods

时段/年

1983-2015

1983-1999

2000-2015

突变点前后变化

Q/mm

1215

1351

1070

-281

P/mm

1871

1936

1801

-135

ET0/mm

867

846

890

44

n

1.2

0.99

1.51

0.52

εP

1.39

1.3

1.51

εET0

-0.39

-0.3

-0.51

εn

-0.27

-0.27

-0.26

注：Q代表径流深，P为降水，ET0为潜在蒸散发，n为下垫面参数， εP 、 εET0
和 εn 分别代表径流对P、ET0和n

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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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加强。潜在蒸散发弹性则由-0.30下降到-0.51，说明潜在蒸散发增加

10%时，会使2000年前的径流下降3%，而使2000年后下降5.1%。整体而言，2000-2015

年新安江上游径流对降水和潜在蒸散发的敏感性增加，对降水的敏感性约为潜在蒸散发

的三倍，而对植被的敏感性变化不大。

2.3 径流变化归因

表 3列出了降水、潜在蒸散发和

下垫面条件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系统

误差为 1.9%，表明该方法区分各因

素的贡献可行性较好。2000-2015 年

降水量的减少（图2a）导致径流下降

了 121.54 mm，为 1983-1999 年多年

平均径流的 9%，对径流下降的贡献

率达 42.45%。潜在蒸散发的增加（图 2d）导致径流下降了 23.83 mm，贡献率为 8.32%，

低于降水的影响程度。气候变化（P, ET0）引起的径流变化量为-145.37 mm，对径流的

整体贡献率为 50.77%，成为控制流域径流变化的主导因素。植被变化引起径流变化量

为-140.96 mm，占 1983-1999 年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10.43%，对径流下降的贡献率为

49.23%，大于降水和潜在蒸散发的独立贡献。这表明，近年来植被的快速恢复对径流变

化的影响日趋显著。

植被覆盖度的增加可导致冠层的截留蒸发增加，直接增加流域实际蒸散发。植被还

可通过改变产流过程中的填洼、下渗和土壤蓄水能力，汇流过程中的地表糙率、地表蓄

水量、河道汇水路径等水文过程，延长产汇流的时间，进而增加土壤蒸发[37]。散发作为

地表最主要的水分通量，大约占实际蒸散发的80%~90%[38]，流域植被覆盖的增加会增加

冠层的散发量，并最终导致观测径流发生变化。降水作为流域水量平衡的重要输入项，

对观测径流的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研究流域降水对径流的贡献仅次于植被，如果未来植

被状况保持稳定不变，那么其对径流的影响也将进一步减弱，未来较长时期内流域径流

的变异将主要决定于降水的变化。有学者对新安江上游流域未来气候和径流模拟发现，

径流与降水的相关性较高（R2=0.83）。随着近30年全国气温上升，特别是2013-2017年尤

为明显[26]，潜在蒸散发也将随着温度增加[30]。但本研究发现潜在蒸散发对径流变化的贡

献率仅为8.32%，而且径流对降水的敏感性是潜在蒸散发的三倍（表2）。所以未来潜在

蒸散发的变化对径流影响有限，流域未来径流将随降水量变化而波动[39]。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利用实测径流、气象要素以及植被指数数据，基于布迪克假设框架的弹性系数

法，分析了新安江上游流域1983-2015年径流的变化趋势，并定量分析了降水、潜在蒸散

发和下垫面参数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结果表明：（1）径流突变点发生在 1999 年左右，

2000-2015年平均径流深较1983-1999年下降了281 mm。2000年初期（2000-2007年）的

径流，较2000前下降了35%。（2）植被恢复导致下垫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使得下垫面参

数n由1983-1999年的0.99，增加到2000-2015年的1.51，相对增加了52.5%。径流对气候

表3 径流变化的贡献率

Table 3 Contribution of hydrological factors to streamflow

贡献量/mm

贡献率/%

Cr_P

-121.54

42.45

Cr_ET0

-23.83

8.32

Cr_n

-140.96

49.23

误差/%

1.90

注：Cr_P、Cr_ET0和Cr_n分别表示降水、潜在蒸散发和植

被对径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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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敏感性增强，对降水的敏感性由1.30增加到1.51，对潜在蒸散发的敏感性绝对值

由0.30增加到0.51。（3）气候因素是造成径流下降的主导因素，其次为植被变化。气候

变化使得径流量变化了-145.37 mm，贡献率为50.77%，其中降水的贡献率为42.45%，潜

在蒸散发为8.32%。流域植被指数NDVI增加趋势达到显著性水平（P<0.001），植被变化

使得径流量变化了-140.96 mm，贡献率为49.23%，超过了降水和潜在蒸散发的影响，成

为流域径流变化日趋重要的因素，但径流对植被恢复的长期效应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

本研究将有助于理解变化环境下径流变异特征与区域响应差异性，也可为流域水资源开

发利用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3.2 讨论

3.2.1 植被变化的生态水文效应

近些年，针对植被变化及其生态水文效应，诸多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全球

20%~50%区域的植被呈显著变绿趋势[40]，并改变了全球地表水循环的过程[2]。2000年以

来，随着气候变化[41]和人类活动[42]的影响，我国植被覆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24]，并深刻地

改变了生态水文效应。在黄土高原地区，植被恢复工程已减少泥沙含量（约90%）和观

测径流[3]，有学者建议减缓植被恢复的措施，否则将会造成区域粮食短缺、水资源锐减等

问题[11]。植被的快速恢复降低了黄河中游的径流系数[43]，并改变了土壤属性[44]。在高寒地

区，植被变化已经成为决定地表散发变异的主要因素[45]，并且对黄河源区径流变化的贡

献率达到82%[46]。

虽然新安江上游区域并未实施大规模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但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

程加快[23]，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更多的农田被闲置并转为灌丛或林地（流域

综合考察发现，交通不便利的源头区域尤为明显），植被状况得到了极大地恢复。为了更

进一步验证研究区植被变化状况，图3展示了新安江上游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的时

空变化情况。空间分布而言，1983-2015年间，除两条支流的上游边界区域，NDVI在整

个流域整体呈增加趋势，尤其以横江上游和两个支流的下游区明显（图3a），增加趋势达

到极显著水平（P<0.001）。对比径流突变前后NDVI的变化，发现除横江源头、率水中

游区域在突变点后植被退化外，其余大部分区域植被较突变点前明显改善（图 3b）。时

注：a为1983-2015年NDVI变化趋势空间分布，b、c分别为突变点前后NDVI变化的空间分布和年序列变化情况。

图3 1983-2015年新安江上游生长季植被指数变化情况。

Fig. 3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 in the vegetation index in upper Xin'an River Basin during 198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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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序列上，在1983-1999年NDVI均值为0.63，增加趋势不显著（P>0.05），而2000-2015

年NDVI增加达到极显著水平（P<0.001，Z=3.6468），表明该流域植被呈显著“变绿”的

变化趋势，并已成为控制流域径流变化的重要因素（表3）。

为了进一步了解2000年来植被的生态水文效应，对径流突变的2000年后的3个时段

NDVI和下垫面参数n进行对比，发现前两个时段（2000-2005年和2006-2010年），随着

NDVI 的增加，下垫面参数 n 随之增

加（表 4），植被对径流的影响增强。

但尽管 2011-2015 年的 NDVI 较前两

个时期增加，但下垫面参数 n 则变

小，对径流的影响减弱。这表明植被

恢复初期对径流影响较大，但随着植

被恢复达到稳定期后，其对径流的影

响也将趋于缓和。

3.2.2 不确定性与展望

本文虽然深入分析了新安江上游径流变化对气候和下垫面的敏感性，并量化了各因

素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但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首先，径流变化的归因分析方法的

不确定性。本文中对径流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时，假定降水、潜在蒸散发和下垫面参数

三个变量是相互独立的。然而，实际上三者是相互关联的，气候变化会影响到植被的生

长状况[40]；反过来，下垫面的变化也会对大气运动产生反馈作用，并影响区域乃至全球

气候变化。式（7）中，变量 δ 为不确定性因素，本文 δ 为 1.9%，表明误差影响有限。

其次，数据处理过程导致不确定性。由于流域气象站点较少，代表性稍差。为了减少该

不确定性，利用全国气象数据，通过空间插值的方法获取本流域的气象要素特征，但仍

存在不确定性。

深刻理解径流对变化环境的响应机理，需要借助可反映植被变化信息的水热耦合模

型[37]，以及基于二元水循环的分布式水文模型[47]，精确地模拟气候变化、植被恢复和水

库调度等因素影响水量平衡和能量收支，并揭示影响径流量变化的水文过程。笔者于

2018 年 7 月中旬对新安江上游进行了水文气象综合考察，了解到新安江主源支流（率

水）正在修建大型水库—月潭水库，那么将来水库运行、调度对径流产生哪些影响？对

径流洪水的拦蓄、滞留作用如何？这些问题均需要持续关注，并加强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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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of streamflow and its drivers in Xin'an
River Basin

HUANG Rong1,2, ZHANG Jian-mei1,2, LIN Yi-xue1,2, BU Tian-hui1,2, WANG Xin1,2,
XUE Zi-yue1,2, LI Yan-zhong1,2, MA Xie-yao2, YU Zhi-guo2, BAI Peng3

(1.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Atmospheric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Meteorology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2. School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Investigation to the variation of streamflow and its drivers in Xin'an River Basin

under changing environment will be benefi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geographical

heterogeneity of water cycle processes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Using observed discharge at hydrological stations, meteorological data and remote sensing

vegetation index (NDVI), the impact of precipitation,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ET0) and

vegetation change on runoff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Xin'an River were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hanging point of streamflow occurred in 1999. From 2000 to 2015, the runoff

depth decreased by 281 mm compared with 1983- 1999, and the relative change rate was

20.8% , especially significant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2) After the changing point, the

parameter n increased by 52.5% , and the influence of vegetation change on runoff w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Streamflow is also more sensitive to precipitation than to ET0. (3)

Climate change is the dominant factor for the decrease of runoff, followed by vegetation

change. The change of climate and vegetation led to a decrease of runoff by - 145.37 and

140.96 mm, respectively, with contribution rates of 50.77% and 49.23% , respectively. After

2000, The NDVI increasing trend reached a very significant level (P<0.001),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vegetation change to runoff exceeded precipitation and ET0 individually.

However, the long- term research on eco- hydrology effects of vegetation change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Keywords: streamflow; vegetation change; climate chang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Budyko

framework; upper Xin'an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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